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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性别鸿沟是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症结，阻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将中国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公开微观数据与城市层面的宏观数

据相匹配，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性别鸿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农民工整体的就业质量，且对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

作用强于男性，从而形成对性别鸿沟的弥合效应。“母职惩罚”缓解、劳动生产率性别差异缩小和性

别歧视消减是数字经济发展弥合性别鸿沟的主要路径。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破解性别

鸿沟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拓展了有关数字经济包容性增长效应的理论，为实现农民工高质量

就业以及构建性别机会公平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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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如何弥合性别鸿沟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经典问题，实现性别机会公平是一个历史性、政治

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命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

裕的内在要求。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发展，并在多个层面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 60.5%，远高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或地区，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处于领先地位。①中国正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现代社会女性劳动参

与和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分工矛盾不断加剧，这造成近年来低结婚率、低生育率与性别对立现象

（计迎春和郑真真，2018）。根据《2025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同工同酬”指数为

72.9%，女性的预测收入仅为男性的 63.9%，劳动力市场上“同工不同酬”等性别不平等现象较

多，女性可能要花费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与男性的同等待遇（贺光烨和吴晓刚，2015）。如何构

建性别包容型社会成为增进民生福祉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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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2023年，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美国 56.5%、德国 56.4%、法国 52.8%、日本 54.9%、印度 32.7%。资料来源：世界

银行公开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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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数据为新的生产要素，并且以互联网、信息通信

业和移动网络等为载体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①近年来，数字经济持续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数

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交互带来了大批新兴就业岗位（齐秀琳和江求川，2023），为提高劳动

者就业质量、实现性别机会公平带来新契机。数字经济能够打破传统就业时空限制，创造平台

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兴就业岗位，从而提高非认知能力的溢价水平（夏怡然等，2023）。一方面，

其为女性提供更加灵活便利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其为女性发挥相对优势，创造有利的外部环

境（仇化和尹志超，2023）。然而，数字经济在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孕育了不平等的机制，从

而产生数字红利分布失衡，形成“数字鸿沟”（方师乐等，2024，2025a）。根据“职业拥挤”假说，

女性大多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前沿技术带来的“创造性毁灭”对

低技能岗位形成替代效应并降低部分行业的劳动报酬（Acemoglu和 Restrepo，2018）。在此过程

中，数字经济能否真正增强女性就业能力、提高女性就业质量，进而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鸿

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

本文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视角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理由如下：首先，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新发展阶段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以

来，“高质量充分就业”屡次作为关键词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文件中。例如，2024年 5月

27 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成为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的主题。以就业质量为研究

视角深化了数字经济性别包容性议题的实践意义。其次，就业质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劳动力

市场中的性别差异。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概念，其来自于 1999年国际劳动组织提出的“体面劳

动”理念。其提倡在确保劳动者公平、安全和尊严的前提下，提升他们的各项权利，包括体面的

酬劳、充分的社会保障和足够的工作机会（彭丽娜等，2023）。根据性别鸿沟的定义，就业领域的

性别差异体现在工资收入、职位晋升与工作稳定性等诸多维度，这与就业质量的内涵相一致。

最后，农民工群体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特殊性，其因“双重身份”长期以来面临市场与制度的

双重壁垒（方师乐等，2025b）。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其

中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距远超城镇职工（史新杰等，2022），这是由于女性和农民工的双重就业

身份将女性农民工置于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方师乐和倪汤顺，2024），以此为研究对象能够充

分挖掘数字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潜力，从而兼具特殊性和代表性。

目前，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可以总结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文献是关于性别鸿沟形成机制

的研究。首先，早期研究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性别差异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Goldin 和 Rouse（2000）在对美国早期性别收入差距的研究中指出，由于教育机会不公和性别职

业隔离，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并且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和食品等技术复杂度和劳均资

本水平较低的行业，这造成长期以来女性的劳动生产率落后于男性。随着女性逐渐被赋予平等

的受教育权利以及性别职业隔离的削弱，两性间的人力资本差距缩小，但是性别鸿沟却并未削

弱，因此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不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Mukherjee，2015）。其次，Becker（1965）认

为，两性之间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家庭分工的不同，在传统农业和工业社会，男性具有市场劳动的

比较优势，女性则拥有家庭劳动的比较优势，这种基于劳动生产率性别比较优势的分工导致女

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众多研究发现，子女抚育和老年照料等家庭因素会对女性就业质量产生

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女性在工作与家庭角色中产生的“替代效应”会降低其劳动力市场参

与率和“面对面”“干中学”等人力资本积累（梁文泉和钟瑞婷，2023；夏怡然等，2023）。最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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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资料来源：《“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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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家庭分工，纯粹的性别歧视是造成性别鸿沟的另一主要原因。文化和社会规

范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使女性在教育、职业选择和晋升机会等诸多方面受到限制。研

究发现，性别歧视不仅表现在职场上，也体现在家庭内部、教育系统和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

（Patton，2004）。

第二类文献是关于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就业质量是指就业所提供的工作条件和待

遇的优劣程度，是衡量劳动者工作环境、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卢海阳等，2017）。就

业质量的概念较为复杂，在定量研究方面，已有文献基本围绕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就业稳定

性、职业发展机会、工作环境及社会保障等维度进行指标测算（Burchell等，2014）。Cirillo（2017）

指出，技术进步会对就业质量产生深远影响，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导

致部分工作岗位的消失和工作性质的改变，因此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人群差异。除

经济和技术因素外，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者是否能获

得高质量就业的机会。研究表明，女性、老年劳动者和低学历群体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在劳

动力市场上议价和谈判能力较弱，导致其就业质量偏低（Blau和 Kahn，2017）。

第三类文献是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和性别鸿沟影响的研究。数字技术具有灵活性较

高、渗透性较强和覆盖性较广等特征，其减少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并促进了劳动者就业新形态

的产生，其有利于高质量充分就业（顾冬冬，2025）。张广胜和王若男（2023）认为数字经济能够

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且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群体提升效应更明显。关于数字经济对

于性别鸿沟的影响，已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平台效应与远程工作等方式促使就业结

构发生变化，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度、职场地位、工资报酬等方面均有提升作用（戚聿东和刘翠

花，2020；董志强等，2023；Lu等，2023；冯素玲等，2024），从而能够缩小性别收入差距。然而，也

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强化了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剧了家庭时间配置上的性别

差异（张勋等，2023），并且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郭晴等，2022）。若进一步划分两性的

技能差异，数字经济对低技能男性劳动力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女性，所以数字经济可能扩大性

别就业差距（随淑敏和夏璋煦，2025）。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就性别鸿沟的形成机制、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和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

长等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从就业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对于性别鸿沟的影响及其

实现路径的文献较少。本文采用 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包含工作

待遇、工作稳定性与工作满意度三个方面的就业质量指数。本文利用地级市层面的宏观数据，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产业数字融合和数字社会环境四个维度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指

数，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在性别差异方面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

现，农民工群体在就业质量层面存在显著的性别鸿沟，而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农民工整体

的就业质量，并且对女性的提升作用显著强于男性，形成对性别鸿沟的有效弥合。研究发现，此

效应的具体实现路径为缓解“母职惩罚”、缩小劳动生产率性别差异和削弱性别歧视。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视角来说，已有

关于性别鸿沟的文献大多围绕收入、劳动参与等单一维度，本文构建了一套适用于评价就业质

量的指标体系，从综合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性别鸿沟，且聚焦于农民工这类特殊群体，是

对已有文献的有效拓展；第二，从研究内容来说，已有文献主要在灵活就业、职业分隔和信息匹

配等机制下探讨数字经济对于性别鸿沟的影响机制，本文从性别鸿沟形成的经典理论出发，研

究发现潜在机制为缓解“母职惩罚”、缩小劳动生产率性别差异和削弱性别歧视三个层面，并讨

论了数字红利分布失衡等异质性问题，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经验证据。第三，从

方师乐、王伟新、殷徐康、王晨光：“数”风凭借力：数字经济时代的性别鸿沟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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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来说，本文从综合维度评价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将宏观数据和多个

微观数据库相匹配，从而更加深入地探究宏观现象形成背后的微观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经济发展在多重路径引导下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第一，根据顾冬冬

（2025）的观点，数字化转型具有“头雁效应”、乘数效应和“涓滴效应”，不仅对劳动力就业新形

态和就业扩容提质产生技术驱动和创新引领，并且对低收入人群形成更强的辐射带动效应，这

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技术环境。第二，根据职业搜寻匹配理论，搜寻渠道的扩展有

助于减少职业错配，提高劳动者获得高质量工作岗位的概率（乔小乐等，2023）。数字经济的兴

起标志着工业经济时代向数字化时代转变，大数据、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普及不仅完善

了劳动者职业搜寻的动态机制，帮助其获取工作机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雇主与劳动者的

信息不对称（仇化和尹志超，2023）。第三，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上升为国家和企业的核心

战略资产，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资本的表现形式和存量水平，从而提升劳

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江小涓，2025）。政府部门依托大数据平台和预警系统实现公共治理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劳动关系治理效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劳动合同签订以及履行过程中的

监管漏洞和潜在问题，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打破性别职业隔离。根据“职业拥挤”假说，高收入、高社会地

位和高晋升空间的职业与职位往往被男性占据，而女性则更大概率被限制在非正规或低技能岗

位，这造成女性工作收入较低、保障较差和缺乏稳定性。数字经济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特征创

造了大量新型职业形态和组织模式，弱化了职业性别配置和企业内部层级晋升的传统路径

（Woodcock和 Graham，2019）。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职业拥挤”假说不再成立（王杰等，2025）。

研究发现，在电商直播、在线咨询和自媒体作者等工资水平与职业层次较高的灵活就业领域，

相较于男性，女性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董志强等，2023）。数字平台和零工经济在劳动力市场扮

演重要角色，而社会也开始关注女性参与度更高的非正规就业的劳动保障、法律规范和收入差

距问题（邢春冰和邱康权，2024），男性占比更高的正规就业受此影响较小，这进一步缩小了就业

质量的性别鸿沟。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农民工整体就业质量，且相比于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质量

的促进作用更强，因而有助于缩小性别鸿沟。

为实现家庭福利最大化，家庭内部会根据性别相对优势来分配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

（Becker，1965）。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由于家务与育儿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这给女性的工作经

验积累、人力资本提升造成较多负面影响，从而对女性产生“惩罚效应”。Goldin（2006）认为，女

性在工作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直接源于女性权衡家庭利益后的自主选择。其中，“母职惩罚”是

女性在进行决策中一个重要原因。“母职惩罚”是指女性因为生育和养育孩子而在就业市场上

遭受的各种不利后果，包括工资降低、晋升机会减少、失业概率增加等。

拥有年幼孩子的母亲往往将时间用于抚育儿童，这导致她们愿意用更低的劳动报酬换取更

短和更灵活的工作时间（Bütikofer 等，2018）。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一般需要固定的工作时间和

地点，这限制了她们的就业选择与职业发展机会。从劳动供给侧来看，数字化变革引领了从传

统面对面办公向灵活远程工作模式转变，从而为母亲提供了更多参与劳动市场的机会，减轻了

她们因育儿责任而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的压力。这不仅有利于女性农民工更好地平衡育儿责任与

职业生涯，还能根据自身兴趣、技能和生活安排等选择最合适的工作岗位，提高其获得正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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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障的可能性与工作满意度，进一步稳定母亲的就业状况，并减少由于职位不匹配引起的失

业情况（冯素玲等，2024）。另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以及应用成本的边际递减，雇主所需承

担的成本也逐渐下降，对此类型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数字经济通过缓解“母职惩罚”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一步缩小性别

鸿沟。

劳动力市场中形成性别鸿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客观存在的劳动生产率性别差异。在农业

社会，生产效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体力和时间的投入。女性在体力和精力层面的人力资本不足

导致其整体劳动生产率低于男性。长期以来，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

别鸿沟，不仅体现在工资水平上，也表现为晋升机会、劳动保障和工作环境等就业质量的核心

层面。资本与技能互补假说认为，相对于非技能劳动，物质资本积累对技能劳动的互补性更强。

Roberts（2015）对这一理论进行拓展，他们认为男女之间在脑力劳动方面的生产率差异远远小于

体力劳动，由于资本存量增长会提高脑力工作的相对生产率，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要素能

够缩小劳动生产率的性别差异。除此之外，有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较大的技能差异，

女性在亲和力、开放性等非认知技能方面的能力较强，而男性更擅长记忆力、计算能力等认知

技能（王杰等，2025）。数字平台经济通过技术解构将复杂任务标准化和碎片化，降低了对高认

知能力劳动者的需求（Gandini，2019），创造了一批“女性密集型”的行业和工作，例如线上咨询、

电商直播等，这些行业造成非认知能力溢价，突出了女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相对优势。牛

建国等（2024）指出，数字技术变革推动了劳动市场向技能密集型和非常规工作的转变，在这个

阶段，共情能力是情感型工作中所强调的最重要技能之一。就平均水平而言，女性相对于男性

在共情能力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这将推动女性技能需求的增加和岗位匹配程度的提高，在

这样的岗位中，女性更能发挥性别比较优势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3：数字经济通过创造更多适合女性特征的行业，缩小劳动生产率的性别差异，从而提

高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一步缩小性别鸿沟。

基于性别、种族等的直接雇佣歧视与工资、晋升机会等方面的间接就业歧视造成了对歧视

群体的不平等待遇，是双重劳动市场歧视理论的主要内容。目前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和身份双

重歧视的客观存在使得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

思想也可能影响了女性在就业方面的选择。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现代信息的自由流动，互联

网平台充当了促进性别平等观念扩散的催化剂，有助于传播更加平等和多元的性别观念，从而

增加女性获取公平就业机会、平等劳动保障和提高长期收入的可能性（宋月萍，2021）。对于雇

主来说，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会增加对女性的劳动需求。数字化转型下的工作环境往往比传统

工作场所具有更加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特征（方师乐等，2025a），在这种情境下，雇主更加重视员

工的实际能力，这有助于降低在职场进入、工作评价和职业晋升等诸多层面的纯粹性别歧视，

为女性创造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工作环境。对于雇员来说，女性及其配偶性别观念的转变使

得更多女性解放自我，从而提高其劳动市场参与度。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4：数字经济通过削弱性别歧视提高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进一步缩小性别鸿沟。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根据上文分析，女性农民工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其就业质

量与男性存在差距。因此，探究数字经济能否弥合性别鸿沟的问题就进而演化成相对于男性，

方师乐、王伟新、殷徐康、王晨光：“数”风凭借力：数字经济时代的性别鸿沟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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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对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强的讨论。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与性别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基准回归模型，计量模型设定如式（1）：

EMQi jt = α0+α1Dig jt +α2Geni j+α3Dig jt ×Geni j+α4CV +δ j+σt +εi jt （1）

EMQi jt Dig jt

Geni j Dig jt ×Geni j

CV δ j σt

εi jt

其中， 表示城市 j 个体 i 在第 t 年的就业质量； 表示个体 i 所在城市 j 第 t 年所对应的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表示性别虚拟变量，女性赋值为 1，男性赋值为 0； 为数字经

济发展指数与性别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用来反映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就业质量影响的性别差异；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体控制变量与地区控制变量；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表示年

份固定效应；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已有研究大多围绕“体面劳动”概念从就业收入、劳动保障、工作时间、工

作稳定性等方面对就业质量进行测算（张广胜和王若男，2023），本文结合上述研究以及《“十四

五”就业促进规划》中对就业质量提出的要求，①分别从工作待遇、工作稳定性与工作满意度三

个方面对就业质量进行测算。②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测度的

文献十分丰富，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陈永伟等，2025），结合数据可得性，从数字基础

设施、数字产业发展、产业数字融合和数字社会环境四个维度对其进行测度，共包含 4个一级指

标、10个二级指标和 17个三级指标。在对以上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选择熵值法测算各指

标的权重，最后加总后得到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③

3. 控制变量。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受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个人供给意愿的双重影响。因此，在

个体层面，本文选取年龄的二次项、婚姻状况、学历水平、民族和家庭人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除个人因素外，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

质量（周闯等，2024）。因此，本文选用就业地的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失业率和第二、第三产业产

值占比作为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4. 机制变量。依据前文理论分析，选取“母职惩罚”、劳动生产率和性别歧视作为机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以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基准回归使用 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以及城市层面数字

经济指数进行分析，④数字经济指数的各项指标与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浙大卡特—企研社科大数据平台（CCAD）和中国上市公

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参考国家统计局《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对农民工的定义，

只保留 CMDS 数据库中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处于就业状态和年龄在 16—65 岁的流动人口样

本，同时剔除由于问卷缺失、“不知道”或“不适用”形成的无效样本，最终得到 425 431 个观测

值。在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中，本文还使用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CGSS）的相关微观数据。各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2025 年第 10 期

 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中分别从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劳动权益、劳动关系等方面对就业质量

稳步提升的要求进行阐释。

 ② 受篇幅所限，省略有关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留存备索。

 ③ 受篇幅所限，省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留存备索。

 ④ 由于 CMDS2014 年问卷中缺少就业质量指标体系中“工作强度”和“工作抱负”两个二级指标，故选用 2012 年、2013 年、2015 年、

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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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数字经济 测算指标 0.211 0.051

就业质量 测算指标 0.170 0.115

年龄 年龄（岁） 34.512 9.896

民族 汉族=1，其他=0 0.916 0.278

教育程度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1，其他=0 0.188 0.391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0.793 0.405

家庭收入 家庭人均月收入（万元） 0.322 0.236

城镇登记失业率 受访者所在地区城镇失业率（%） 4.311 2.978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万元） 1.995 0.515

产业结构水平 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88.073 5.554

“母职惩罚”

有六岁以下随迁子女=1，没有=0 0.285 0.451

有十五岁以下随迁子女=1，没有=0 0.547 0.498

根据“子女照看困难”问题回答衡量 0.762 0.426

劳动生产率 根据各行业男女劳动力所占比重设定 0.559 0.246

性别歧视 根据问卷回答问题设置 13.664 4.040
 

四、实证分析

（一）特征事实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

和地区的双重结构性差异，女性劳动者在就

业质量方面普遍处于不利地位，数字经济发

展为弥合就业质量的性别鸿沟提供新契机。

图 1 展示了 2012—2018 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

变化趋势，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在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地区，相较于男性农

民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偏低，这表明就

业质量的性别鸿沟是劳动市场普遍存在的事

实。第二，在性别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就业质量始终高于较

低地区，且这种差距随着时间推移持续扩大。根据图 1 所示，2012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

区男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指数明显高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到 2018年，这一差距更加

明显。上述现象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并且具有时间累积效应。第三，

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速度大致保持平行趋势，

而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上升速度明显高于男性农民工，这

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就业质量性别鸿沟的弥合。

根据图 1所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发达地区的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超过了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这意味着地区差异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超过了性

别。但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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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

变化趋势
①

方师乐、王伟新、殷徐康、王晨光：“数”风凭借力：数字经济时代的性别鸿沟弥合

 ① 就业质量指数为本文建立的指标，取地区与群体年度数值的均值；高、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划分依据为是否大于或等于当年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中位数；2014年就业质量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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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并不能因此得出数字经济对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超过性别的结论，更为严谨的分析需

要借助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但结合上述三个特征事实至少可以初步得出，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

提升了农民工群体的整体就业质量，而且对于女性农民工产生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为本文关

于数字经济发展弥合性别鸿沟的核心论点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支持。

（二）基准回归结果与讨论

表 2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

量和固定效应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变量系数与交互项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提升了农民工的整体就业质量，而且对女性影响更大，这对数字经济

发展弥合性别鸿沟的结论进行了初步验证。列（2）在列（1）基础上加入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列（3）
则进一步加入个体和地区控制变量，列（4）对数据进行 1%的双侧缩尾处理，以缓解异常值对回

归结果的潜在影响。可以发现，随着模型设定的严格，数字经济变量系数数值明显下降，表明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和时间特征具有高度相关性。性别变量系数始终负向显著，交互项的系

数始终正向显著。根据表 2 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数字经济变量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民工整体就业质量的提升，这主要是通过降低职业搜寻匹配成本、

提升劳动力质量和催生新型就业形态等机制得以实现；其次，性别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从就

业质量的视角来看，劳动力市场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鸿沟，女性的就业质量显著低于男

性；最后，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相比于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作

用更强，有助于弥合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鸿沟。根据列（4）的结果，通过计算可得，数字经济发

展可以缩小约 31.26%（0.0203×0.211/0.0137）的就业质量性别差异，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所

以假说 1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数字经济
0.5743***

（0.0047）
0.1618***

（0.0176）
0.1502***

（0.0051）
0.1381***

（0.0053）

性别
−0.0145***

（0.0022）
−0.0131***

（0.0022）
−0.0145***

（0.0007）
−0.0137***

（0.0007）

×数字经济 性别
0.0658***

（0.0071）
0.0585***

（0.0071）
0.0199***

（0.0021）
0.0203***

（0.0022）
个体特征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25 431 425 431 425 431 425 431
调整后R2 0.0652 0.2046 0.2422 0.2443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个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本文采取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被解释变量、将数据库更换为 CLDS等方式对基准回归

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也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 4个一级指标对于弥合性别鸿沟的异质性影响。①

（三）内生性问题讨论

在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影响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

内生性问题：一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即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受到当地经济状况、人口状况以

及就业因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可能会由此受到双向因果的影响；二是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

  2025 年第 10 期

 ① 限于篇幅，省略图表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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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遗漏的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影响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从而导致不可观测因

素的自选择性偏误。

为了缓解基准模型中的双向因果问题，本文选择各城市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

归。已有文献指出，地形起伏度越小越有利于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与数字经济存在

高度相关性（柏培文和张云，2021）。而地形起伏度是脱离经济维度的外生变量，故满足工具变

量的要求。由于基准回归包括数字经济与性别交互项，因此本文在工具变量回归时亦构造工具

变量与性别的交互项进行第一阶段的估计。表 3 的回归结果显示，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的 P 值小于 0.01，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为 2 721.40，

大于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16.85，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

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均与前文相一致。①

 
 

表 3    工具变量估计

变量
第一阶段估计 第二阶段估计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 性别 EMQ

数字经济
0.4387***

（0.0174）

性别
−0.0065***

（0.0001）
−0.0134***

（0.0020）
−0.0154***

（0.0021）

×数字经济 性别
0.0214***

（0.0077）

工具变量
0.0037***

（0.0001）
0.0041***

（0.0001）

×工具变量 性别
0.0017**

（0.0008）
0.0058***

（0.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3 933.26
[0.0001]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2 721.40
[16.85]

样本量 424 067 424 067 424 067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前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显著提升农民工整体就业质量的同时，具有偏向女

性的数字红利效应，进而有助于缩小就业质量层面的性别鸿沟。由理论分析可知，可能的路径

有：一是从家庭层面来说，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减少育儿责任给女性农民工带来的“母职惩罚”，

从而提高其就业质量；二是从个人层面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女性农民工劳动生产率促

进就业质量提升；三是从社会层面来说，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减少全社会的性别歧视，减少女性在

家庭和就业中的不平等待遇，从而缩小就业质量性别鸿沟。本节对上述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1. 缓解“母职惩罚”。数字经济通过提供远程工作机会、灵活的工作安排以及广泛的在线教

育资源，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机会，同时也减少工作的不稳定性。本文以是否有 6 岁及以

下随迁子女测度“母职惩罚”，并将其作为式（1）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在验证数字经济发展

是否有助于缓解“母职惩罚”之前，本文先对子女随迁带来的“母职惩罚”进行验证，具体做法为

方师乐、王伟新、殷徐康、王晨光：“数”风凭借力：数字经济时代的性别鸿沟弥合

 ① 针对可能存在遗漏不可观测因素从而形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基于可观测因素来评估不可观测因素的自选择性所导致的估计偏

误。受篇幅所限，省略此部分实证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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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子女随迁”变量，若有 6 岁及以下随迁子女，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然后构造性别与

子女随迁交互项，若交互项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为负，则说明育儿责任对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产

生惩罚作用。根据表 4列（1）可知，交互项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父亲群体，

子女随迁对母亲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更大，验证了“母职惩罚”的存在性，而子女随迁变量系数

为正，表明对于男性来说不仅没有生育惩罚，反而通过身份效应和激励效应实现了“生育红

利”。接下来，本文基于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有无随迁子女的分样本检验，表 4列（2）、列（3）分别

为有无随迁子女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其中，有随迁子女样本的数字经济变量与性别变量交互项

的系数较大，说明相对于无随迁子女的女性农民工来说，数字经济发展对有随迁子女的女性农

民工就业质量提升作用更强，表明“母职惩罚”缓解是数字经济产生性别鸿沟弥合效应的潜在机制。
 
 

表 4    机制检验：“母职惩罚”缓解

变量
（1） （2） （3）

全样本 有随迁子女组 无随迁子女组

数字经济
0.0164** 0.0122***

（0.0077） （0.0007）

性别
−0.0228*** −0.0123*** −0.0105***

（0.0020） （0.0012） （0.0008）

×数字经济 性别
0.0258*** 0.0166***

（0.0035） （0.0032）

子女随迁
0.0082***

（0.0026）

×性别 子女随迁
−0.0164**

（0.00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37 721 120 354 217 367

调整后R2 0.1673 0.1693 0.1662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P值 0.0001
 

为了验证“母职惩罚”机制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了如下两种思路：一是考虑到教育也是子女

随迁的重要原因之一，进一步将随迁子女年龄范围扩大到 15岁及以下（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

子女）；二是以 2017年 CMDS问卷中关于子女照看困难的问题测度“母职惩罚”。实证结果均与

预期相符。①因此，假说 2得到验证。

2. 弥合劳动生产率差异。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提升女性农民工的人

力资本水平，而且能够创造更适合女性的行业和职业，突出其性别比较优势，从而缩小劳动生产

率的性别差距。本文选用城市女性密集行业从业人数占比作为其代理变量。②表 5列（1）是微观

数据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高女性农民工劳动生产率，

进而缩小性别鸿沟。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根据划分结果，女性密集行业多为餐饮业、文体娱

  2025 年第 10 期

 ① 受篇幅所限，省略此部分回归的结果，留存备索。

 ② 具体计算步骤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和样本数据分别计算出总男性从业者比例和各城市各行业的女性就业比重；然后按照

Beller（1982）的划分标准，将男性就业比重高于男性从业者比例 5个百分点的行业定义为男性密集行业，低于男性从业者比例 5个百分点的

行业定义为女性密集行业，其余为中间行业；将样本城市中女性密集行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相比得到女性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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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等第三产业，数字要素能够快速应用到

第三产业的生产与消费中，对劳动者的工作

方式与就业质量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从事女

性密集行业的女性更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就业质量，缩小性别鸿

沟。为进一步观察宏观层面的效应并验证微

观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选取了 2012—2021年
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级数据，用相同的方

法计算出女性劳动生产率指数，并在原有地

区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将城市常住人口、政府

干预程度、对外开放水平和交通通达状况一

并纳入回归（杨昕和赵守国，2023）。①表 5 列（2）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无

论在微观还是宏观层面，数字经济都能够提高女性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小性别鸿沟。因此，假说 3
得到验证。

3. 性别歧视消减。如果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减弱社会性别歧视，那么就会从“软环境”层面减

少女性农民工在家庭与工作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从而提高其就业质量。为验证这一机制，首

先，根据 2013 年和 2015 年 CGSS 问卷中对就业身份的问题筛选出“雇主”或“个体经营”样本，

测度其性别平等意识。表 6列（1）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雇主或自营样本的性别平等意识

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考虑到工作性质、体力强度等原因，雇主的性别观念一时

难以转变；另一方面，问卷中涉及的雇主样本较少，导致数字经济发展对此类群体的性别平等意

识解释力度方差较大。其次，保留除“雇主”或“个体经营”状态外的女性农民工样本，对女性农

民工及其配偶的性别歧视意识进行检验。若女性农民工自身性别平等意识提高，则其在寻求工

作过程中就会规避那些劳动保障较弱、工资报酬不合理的低质量工作；若其配偶性别平等意识

提高，则有利于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提高其劳动参与度，从而提高就业质量。表 6 列（2）、
列（3）分别为以女性农民工及其配偶性别歧视观念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观察数字经济

变量系数可知，数字经济能够削弱女性农民工的性别歧视观念，而对其配偶的影响不显著。这

可能是因为在性别平等意识提升方面，女性能够更快捷地利用数字手段增进自身对性别平等的

认识，提高自己的主体地位（Antonio 和 Tuffley，2014）。最后，为更清晰地了解数字经济发展对

城市层面的性别歧视观念的改善，本文借鉴 Lu等（2023）的研究方法，在控制个体特征的基础上

计算出城市层面的性别歧视指数，进一步验证结果稳健性。结果如表 6列（4）所示，数字经济变

量系数是显著的，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全社会形成性别平等的观念，故而对缩小就业质

量的性别差距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假说 4得到验证。

此外，由于性别歧视消减与女性劳动生产率提升可能存在相关性，为缓解可能造成的干

扰，本文通过互为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机制变量的独立性检验。具体来说，在分析劳动生产率

差异弥合机制时，将性别歧视的宏微观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在检验性别歧视消减机制

时，控制宏微观层面的女性劳动生产率变量。根据回归结果，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机制变量系数

均保持显著，说明它们虽然可能存在关联，但仍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②

 

 

表 5    机制检验：劳动生产率差异弥合

变量

女性劳动生产率

（微观层面）

女性劳动生产率

（宏观层面）

（1） （2）

数字经济
0.4383***

（0.0102）
1.1432***

（0.17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42 563 310

调整后R2 0.0443 0.5176

方师乐、王伟新、殷徐康、王晨光：“数”风凭借力：数字经济时代的性别鸿沟弥合

 ① 受篇幅所限，省略此部分宏观层面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留存备索。

 ② 受篇幅所限，省略机制变量独立性检验的实证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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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机制检验：性别歧视消减

变量
（1） （2） （3） （4）

雇主 女性农民工 女性农民工配偶 城市整体

数字经济
−4.1643
（3.4436）

−6.5778**

（3.2603）
0.0247
（4.0221）

−4.5754***

（0.15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86 5 187 5 187 168

调整后R2 0.3056 0.0542 0.1003 0.5544
 

（二）异质性分析

本节通过分样本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基准回归结论对处于不同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

和年龄阶段的群体有何不同。①实证结论如下：首先，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就业

质量性别鸿沟的弥合效应越显著，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女性劳动生产率减少就业质

量的性别鸿沟，这一机制的成立以健全的市场机制为前提，否则个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法反

映为福利水平的增加。因此，市场化水平对于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发展效应起到关键作用。其

次，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数字经济发展对高学历的女性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大。可

能的原因是，数字技术的应用依赖于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掌握，“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使高学历

女性更容易获得高薪、灵活的高附加值岗位，而低人力资本女性往往从事易被数字化、智能化

替代的基础性工作，且缺乏技能提升的资源，导致就业质量提升有限。最后，数字经济发展对

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的性别鸿沟具有更强的弥合效应，可能的原因是，新一代女

性农民工年龄分布在 16岁至 37岁，所以在工作过程中更易受到“母职惩罚”的影响；同时，数字

经济催生的女性密集型行业和新就业形态更加契合新一代女性劳动力；此外，新一代农民工利

用互联网等接受新观点和新思想的能力较强，有利于在年轻群体中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实现性别机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女性工

作机会、改善女性工作环境以及弥合性别鸿沟。本文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视角出发，研究数字

经济发展对于性别鸿沟的弥合效应及其实现路径。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得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

通过缓解“母职惩罚”、缩小劳动生产率性别差异和消减性别歧视等路径，弥合就业质量的性别

鸿沟。然后，将 CMDS 微观个体数据与城市层面宏观数据相匹配，构建“城市—年份”双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农民工整体的就业质量，并且对女性农民

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大，从而有效弥合了性别鸿沟，理论分析得出的三大路径假说也得到

实证研究的验证。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性别友好型就业制度体系。推动劳动法规与数字就业

形态同步更新，鼓励企业在保障运营效率前提下，允许岗位适用者协商弹性工作安排，重点覆盖

育儿、养老照护等家庭责任高峰期劳动者。以补贴等形式鼓励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女性友好

型工作环境，为年轻父母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和育儿支持设施，减少生育惩罚对劳动者就业质

  2025 年第 10 期

 ① 受篇幅所限，省略异质性分析的实证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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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损害。对于数字平台经济可能带来的就业保障和劳资冲突新问题，要及时出台法律法规并

制定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享有合理合法充分的劳动保障和法律保护。

第二，增强弱势群体“数字资本”，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强化数字素养培育的制度性供

给，整合教育、人社、民政等部门资源，建立覆盖城乡的多层次数字技能普及网络，重点开发适

老化、低门槛的标准化课程体系，尤其关注人力资本较低和年纪偏大的女性农民工群体，提升

其利用数字工具就业、创业、获取信息与服务的能力。深化数字技能与就业市场的结构性衔接，

推动建立政企协同的产教融合机制，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开发符合新就业形态需求的职业技能认

证体系，引导培训内容与人工智能应用、平台经济运营等前沿领域动态对接。同步健全就业过

渡保障制度，建立数字技能应用跟踪评估与再提升机制，使数字技术应用切实转化为弱势群体

共享发展红利的有效通道。

第三，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依托数字平台构建性别平等社会。本文异质性分析发现，健全

的市场机制是实现数字经济性别鸿沟弥合效应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发挥数字经济和市场机制

的协同效应，合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速数据要素确权和有序流动。同时，要打造适配女性发

展的数字经济生态，针对电商直播、在线咨询等女性密集型行业，应完善职业认定、培训和行业

标准体系，增强零工经济背景下女性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职业稳定性。强化短视频等数字平台

监管责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府应宣传性别平等理念，树立良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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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Aid of “Digital” Wind: Bridging the Gender Gap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Fang Shile1，2,  Wang Weixin3,  Yin Xukang4,  Wang Chenguang5

(1. Wenzhou Business College, Wenzhou 325035, China; 2. Institute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4.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5. Faculty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Summary:  Gender gap is a classical theoretical issue in labor economics. Achieving gender equity of
opportunity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apid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China has brought opportunit-
ie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and realize gender equ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ment qua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rrow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gender gap and its mechanism. First,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
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narrow the gender gap in employment quality by alleviating
motherhood penalty, mitigat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reducing gender discrimination.
Then, employing CMDS from 2012 to 2018 and macro-economic data at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lev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ity-year” fixed effects model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ender gap in employment quality amo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elps improve the overall employment qua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effect on women is signific-
antly stronger than on men, thus effectively narrowing the gender gap. The three key mechanisms derived from
theoretical analysis are also verified by empirical researc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bov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regions with more developed marketization and new-generati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with a higher education level, which reflects an im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digital dividends.
　　The possible innovation lies in that: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di-
gital economy on the gender gap under the isolated mechanisms such as flexible employment, occupational se-
gregation, and information matching. Starting from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gender gap formation in labor eco-
nomics, this paper condenses the potential paths into three levels and conducts rigorous empirical tests, thus
providing new and pivotal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is field.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gender gap； employment quality； migrant workers； flexible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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